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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为标志，西方的冷战红利已经用完。如今，随着所谓的后全球化

时代的来临，西方模式在时间和空间上再一次遭受重大挑战。 
 

  中国在保卫全球化？ 
西方的处境是全球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长期以来，西方人笃信全球化就是西化，但是

全球化本身是有自身生命力的。发展到今天，人口的力量正在超越了国家的力量，全球化已经

从商品、资本、技术、制度的全球自由流动和扩散上升到人的层面；人的因素最终定义全球化

的结局。在全球化中，人的基本角色有二：生产者－消费者，生产者关注资本、技术，而消费

者关注人及其消费能力和消费偏好。据世界银行预测，到 2030 年，世界人口将从目前的 65 亿

增加到 80 亿，增长的部分有 97%来自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驱动由生产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就

预示着拥有更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占有优势；而且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优势——拥有更多更年

轻的人口，在全球产业转移和分工中又转化为劳动力优势。 
事实表明，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持续减弱，它们在

国际分工中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挑战，自由贸易可能不再对发达国家有利。 
因此，如果在看待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时，推断“西方国家企图遏制新兴国家崛起”，显然

仍在神话西方。最近《外交政策》杂志刊文“欧洲的失败哲学”指出，在欧洲，很多人开始对市

场、资本主义、全球化发生了怀疑，支持社会主义理念的人的比例在增加……可见，西方国家

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的变化，是更深层的问题。在美国，当工人的饭碗都要被抢走的时候，

他们才不关心你的产品是不是廉价。这就是他们抵制“中国制造”的关键。 
西方社会心态转变的原因是内在的，也是不能轻易扭转的。如果我们仅仅把这当作对中国

崛起的“迟滞”来看，一方面我们是在以“阴谋论”的老眼光看问题，没有读懂西方；另一方面，

我们事实上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现在对华贸易上的一些摩擦，不会轻易消除，可能会

延续很长的时间，即便是中国产品质量变得无可挑剔了。也许，在将来，中国注定成为全球化

的坚定支持者和主要捍卫者。 
 

  西方反对西方？ 
新一轮全球化竞争，西方从攻势处于守势，出现了反对全球化，反对自由、平等、博爱的

暗流，因而是现在的西方反对现代的西方。于是，有人说我们进入了后全球化时代。 
西方反对西方，除了反全球化的部分美国势力外（因此也存在美国反对美国的现象），主要

发生在法、德等典型的欧洲国家。这种“反”主要表现在“三反”、“五反”的不同层面：所谓“三反”，
是相当比例的欧洲人存在较强烈的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反现代化（进化论）情绪；具体到“五
反”，表现为反市场、反商业、反技术、反物质化、反美主义。 

2005 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36％的法国公民说他们支持全球商业的基础——自由企

业制度，这是所有 22 个受调查国的唯一例外。在德国，2007 年时支持社会主义观念的人达到

47％的历史新高；相比而言，1991 年时这一比例只有 36％。一些法国、德国教科书将全球化的

前景描绘为回到黑暗时代；学生们认定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在现在的全球化条件下只有破坏，

没有创造——创造也是与失业、犯罪、技术奴役等负面现象联系在一起。鉴于他们对企业的失

望，于是把目光纷纷转向政府，主张管理全球化…… 
这种“三反”、“五反”现象，存在公平对抗自由、感性对抗理性、社会对抗市场、世俗化对

抗宗教化的社会思潮背景。公平与效率的古老悖论，在西方社会再次发酵。西方社会对公平贸

易的呼吁盖过了自由贸易的声音。随着全球化发展到人的阶段，感性的、多元的声音盖过了理

性的声音。在全球化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发展中

国家提供劳动力或资源优势所积累的大量贸易顺差，以主权财富基金的方式重新投资西方，引



起西方的反弹。 
《大转型》一书的作者卡尔•波兰尼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是受着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作

用的，一个要释放市场力量，另一个要保护社会。19 世纪末西方各国积极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

到了 20 世纪初制造了资本主义的一场重大危机，而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前后保护社会的努力则直

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出现。现在的情形，就有点像 20 世纪上半叶社

会主义思潮在欧洲乃至世界的扩张，不过前者是资本主义危机使然，后者是全球化进入非西方

化阶段的产物，以主张公平贸易、倡导社会平等和反全球化形式呈现。 
由此可以追溯到西方文艺复兴红利即将用罄等深刻内涵。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构成

的“金砖四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构成的“展望五国”的崛起，正在回归世界

作为多样性存在的自然状态。 
 

  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 
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受到其全球化政策的深刻影响，反华又存在反全球化的背景。美国杜

克大学社会学教授高柏最近撰文指出：随着 2007 年中国成为欧洲国家进口的最大来源国，以及

欧洲对华贸易逆差的迅速上升，欧洲国家不仅仅在人民币升值、产品安全和食品安全方面向中

国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而且在英、法、德等国都出现了所谓的中国间谍案。去年西方国家

与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紧张关系，反映出西方社会对全球化，特别

是中国的崛起，感到的焦虑与恐惧。 
当然，西方在走向分裂，美国并不能代表西方，并非典型的西方。就维护全球化而言，中

美走向战略趋同，与欧洲的矛盾今后会日趋尖锐。尽管美国也存在反全球化的部分，总体而言，

中美是全球化的最大发动机和最大得益者。中国的战略选择，首先是与全球化的美国为伍，反

对“反全球化”的美国和欧洲；并且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合作，推动全球化朝向有利于发展中

国家利益、以人而非国家为单元的方向发展；在后全球化时代来临之际，进行经济发展模式从

外贸、外资转向国内需求拉动，减轻对全球化的依赖，同时加速推进国内的一体化和亚洲一体

化建设，构筑防范全球化风险和反全球化冲击的双重防波堤。在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机遇前

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机遇集中体现在让中国支撑全球化的领导机遇；挑战则集中表现为中

国与西方的矛盾进入新阶段，也就是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较量阶段。 
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如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颠了个个儿。世界同时上演着少年中国

说、青年美国说和老年欧洲说三个版本的戏，正在告别历史、回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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